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砝码国家何以自抬身价？
——两极格局下同盟政治中的“科林斯难题”研究

姜 鹏

［摘 要］本项研究认为，战略迷思与同盟类型构成了砝码国家自抬身价的主客观原因。在洲级大国时代，

虽然区域盟友对于改变超级大国之间权力对比的边际效用明显式微，但沿用过时的地缘政治话语及思维仍

可能导致同盟主导国在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技术核心区”“生产核心区”和“资源核心区”分别陷入“心脏地

带推论”“多米诺推论”与“黄金之国推论”的战略迷思。同时，通过对两极格局下同盟类型与同盟管控的研

究发现，在“威胁一致型”与“权威支配型”同盟中，主导大国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对盟友的约束力。而在“安

全互补型”同盟中，则多发主导大国逐步放弃建立同盟之初的“全球战略目标”而被弱小盟友的“区域战略目

标”绑架和削弱，以至于在不知不觉而又半推半就中甘愿沦为其实现“区域战略目标”的工具。通过细化同

盟类型并构建微观理论分析框架，不仅能够帮助中国在崛起进程中通过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进行同盟分化，

还能够帮助其避免战略冒进而导致对手同盟关系从行动力较弱的“安全互补型”同盟转化为事与愿违的、行

动力较强的“威胁一致型”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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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纵观同盟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一类有趣的现象，当体系中存在两个主导大国且它们

之间处于势均力敌的战略僵持背景下，构建同盟则成为“两极”各方增加对外战略主动性与在

各自势力范围内护持霸权最有效的路径。但问题在于，主导大国借以增强战略主动性的同

盟，可能因其惧怕被抛弃与背叛而面临如下困境：一方面，大国积极构建同盟的目的在于增加

对外战略主动性；另一方面，为了彰显同盟内部利益一致性而逐渐丧失对内战略主导权。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如果说同盟间爆发的体系战争多由任性妄动的弱小盟友所引发，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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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何种类型的同盟主导国更容易受其摆布而逐步丧失掌控能力？为什么自伯罗奔尼撒战争

以降的同盟政治中经常会出现主导大国逐步放弃建立同盟之初的“全球战略目标”而被弱小

盟友的“区域战略目标”绑架和削弱，并在不知不觉而又半推半就中甘愿沦为其实现“区域战

略目标”的工具，即便这种“区域战略目标”与“整体战略目标”走向出现了明显背离？探寻“砝

码国家自抬身价”这种现象发生的政治条件是本项研究的根本目标。

当前同盟理论认为，同盟内部主导大国与追随小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权力位差，使其成

员之间呈现出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相比于主导大国的战略韧性与承伤能力，小国往往更具

有敏感性和脆弱性。因此，同盟主导国具有充分的自主性来根据自身的利益计算进行战略规

划。战略设计可以更多地着眼于主要对手，而非为了满足盟友的漫天要价。尤其是二战结束

后，国际体系从欧洲“中等强国”为中心的狭小舞台向全球“超级大国”为中心的宽广舞台演变

趋势加速推进。超级大国与其盟友之间悬殊的实力差距使得后者任何退出或重新站队的威

胁都变得无足轻重。“寡头垄断”市场模型更能够解释并防止大国被弱小盟友拖入不必要的同

盟战争。［1］

这种以权力“结构性”为关注重点的同盟理论倾向认为，在等级性同盟内部，当某项区域

子战略与整体战略出现矛盾时，主导大国将运用权力优势迫使盟友对自身区域战略进行调

整，以实现次要战略利益服从与整体战略利益的理想要求。这将有效降低地区性冲突越轨升

级为体系战争的风险。［2］这种观点得到了克里斯托弗·格尔皮（Christopher Gelpi）和格伦·斯奈

德（Glenn Snyder）等人的研究成果证实。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国际战争爆发前的外交斡旋

中，与争端双方具有同等亲密关系的强国成功斡旋率只有 31%，而与争端一方有同盟关系，而

与另一方没有同盟关系的强国成功斡旋率则高达 81%。该理论认为，同盟主导国成功斡旋冲

突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同盟内部的非对称相互依赖使得主导大国可以迫使己方小国接受其方

案；另一方面在于同盟关系对未结盟方起到了威慑作用。［3］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既然大国谋求外交斡旋，就意味着战争方案不符合主导国的利益。那

么为什么仍然存在 19%的大国不仅没能约束弱小盟友，反而被弱小盟友拖入到力图避免的大

国冲突之中的反常问题。通过对 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至 1991 年冷战结束以来主要四种同

盟类型（参见表 1）占比统计发现，外交斡旋失败的案例构成了这一阶段“安全互补型”同盟的

一个真子集，即在主导大国外交斡旋失败的 19%案例中，其同盟关系类型均属于占比 24%的

“安全互补型”同盟。①这一高度正相关为本项研究分析同盟类型与同盟效力的二元关系提供

了突破口。

① 本文在考察克里斯托弗·格尔皮（Christopher Gelpi）和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研究样本的基础

上，又综合借鉴了同盟条约义务与条款”数据库（The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Project，ATOP），

该收录了 1815~2003 年所有国家签订的军事同盟协定；“战争相关指数”的“正式同盟”数据库（COW Formal

Alliance Data）收录了 1816~2000 年至少两个国家签订的所有防御协定、中立或者谅解协议（ententeagreement），

提供了同盟成员国加入或退出的时间，而且也包括该同盟的生命周期；“毗邻数据”库中的“直接毗邻数据”

（Direct Contiguity Data），测量了国际体系中所有国家之间的毗邻程度和冲突的关系，毗邻领土效应的分解，

对可观察和不可观察效应对冲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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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同盟类型与效果特征

同盟类型

威胁一致型

（占 55%）

安全互补型

（占 24%）

权威支配型

（占 17%）

意识形态型

（占 4%）

威胁方向

外压一致

（体系性与区域

性目标重合）

外压错位

（体系性与区域

性目标分散）

内部张力

（大国目标压制

小国诉求）

异质文化

（集体身份歧视

外部世界）

关系结构

高度认同的等级

化（主导/追随）

相互支撑的平面

化（拉拢/借势）

缺乏认同的离心

化（控制/摆脱）

身份认同的等级

化（主导/追随）

合作特点

共同命运

整体协调

（攻防兼备）

相互借重

错位互补

（为证明彼此

诚意而展现进

攻态势）

权力压制

单向服从

（进攻迟缓；防

御倒戈）

主导之争

主权私性

集体困境

（言论团结，行

动卸责）

代表样本

1.BC481 希腊同盟

2.英日同盟/英法协约

3.冷战时期的北约

1.伯罗奔尼撒同盟

2.克里米亚战争英法与土耳其结盟

3.冷战期间美苏在中东地区的双边同盟

1.提洛同盟

2.拿破仑欧陆联盟

3.华沙条约组织

1.“三十年战争”天主教/新教同盟；

2.神圣同盟

3.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资料来源：由作者自制。

此外，传统的同盟关系理论将重点放在权力“结构性”问题上。但结构性权力位差普遍存

在于所有同盟之中。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结构性”同盟内部大国无法约束小国的特定

现象。

本文认为，这种“骑士与马”的同盟关系更适用于“威胁一致型”和“权威强制型”两类同

盟，却并不适用于同样存在权力位差的“安全互补型”同盟。“威胁一致型”同盟假定区域盟友

与主导大国对共有威胁的认知高度一致。“权威强制型”同盟则假定主导国能够将权力相对优

势充分转化为对盟友的控制和影响，并依靠强制权力迫使区域盟友参与并服从其全球战略。

上述两类同盟确实能够保证主导国对盟友享有充分灵活的自主权。

但是问题在于，当今同盟政治实践中并非仅存在着“威胁一致型”和“权威强制型”——随

着 1989 年东欧剧变，“权威强制型”同盟关系随着权力政治逻辑的式微正在变成同盟理论中的

“濒危物种”——两种同盟。还明显存在着并无共同威胁、各取所需、相互借重的“利益互补

型”同盟。在这种安全互补的同盟类型中，主导大国吸纳地区盟友构建同盟的目标常常是服

务于“全球战略”，但地区盟友参与同盟的动机却并非担心或制衡另一个超级大国，而是希望

获得本方主导大国的支持，进而谋求本地区的地缘政治与经济优势。

与前两种“等级制”同盟关系不同，“安全互补型”同盟内部关系更具“平面化”与“灵活性”

特征。由于缺乏共同的安全威胁，享有结盟自主权的地区大国往往有机会借两大同盟竞相拉

拢之机待价而沽。“砝码国家”自由站队给同盟主导大国带来的难题就是，不仅难以通过强制

性权力迫使盟友甘愿压抑自身的局部利益诉求而服从同盟整体战略安排，甚至为了防止其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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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或转换到对方阵营，而不得不对其与整体战略目标相悖的区域战略目标加以支持。

“科林斯难题”是“安全互补型”同盟中长期反复出现的地缘政治现象，同时也是本项研究

构建理论的兴趣起点。

具体来讲，“科林斯难题”是指在“安全互补型”同盟国家间，处于弱势的地区盟友（天平

“砝码”角色）以向对手同盟转换或退出同盟为要挟，借以提升自身在同盟主导国（天平“托盘”

角色）眼中的地缘政治价值。迫使同盟主导国在绥靖、贿赂、安抚、争夺、讨好与无条件承诺盟

友的竞赛中竞相哄抬报价，以至于逐渐放弃建立同盟之初的全球战略目标，转而服务于地区

盟友的次要战略目标。其最大特征就是主导国最初迟疑的、战术性的权宜之计最终却在不知

不觉而又半推半就中演变为坚定的、战略性的命运抉择。

经验与常识告诉我们，两极格局下体系大国积极构建同盟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对外战略主

动权。但“科林斯难题”的出现却导致体系大国陷入为了维系同盟而逐渐丧失了战略主动权

的悖论之中。它是“安全互补型”同盟政治中主导大国面临的现实难题。战略手段通过何种方

式逐步凌驾于目标之上并导致大国放弃了既定战略是本项研究试图解答的同盟政治迷思。

本文从地缘战略心理学视角出发，试图通过揭示同盟内部的政治博弈过程来构建“安全

互补型”同盟的微观理论。

二、“科林斯难题”的理论阐释

“科林斯难题”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学术概念，而是通过对一种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同盟政治

现象进行规律性探讨，借以构建逻辑自洽的微观理论。它意在探寻小国在何种条件下、采用

何种方式自抬身价并将自身的地缘政治难题转化为整个同盟的共同难题。以下将遵循从现

象到概念，从概念到理论的一般性认知规律对其进行理论阐释。

（一）从现象到概念：历史中的“科林斯难题”

科林斯（Corinth）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地峡。作为穿过萨罗尼科斯和科林西亚湾通

向伊奥尼亚海的航海要道。古代船只要经过科林斯地峡，就需要从地峡的一边被拽到另一

边。因此，科林斯自古以来不仅成为伯罗奔尼撒同盟中最富有的城邦，也是一个希腊本土和

伯罗奔尼撒半岛连接的战略要地。［4］（7，44）

为了实现对科基拉与爱皮丹弩斯这两个殖民地控制权，科林斯人需要寻求来自伯罗奔尼

撒盟主斯巴达人的帮助。但是，科基拉作为雅典的盟邦，一旦斯巴达人卷入战争，就意味着它

将终止与雅典的和平条约。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均非常珍视“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①后双

方达成的“三十年和约”。这一和约就像今天美苏之间约定欧洲现状不可破坏的《赫尔辛基协

定》一样，构成了双方共同的安全利益。

“砝码国家”科林斯正是以联盟转换作为要挟，自抬身价并迫使盟主斯巴达人卷入到它与

科基拉的区域主导权之争。公元前 432/431 年，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科林斯人以“不要让我

① 学界倾向于将公元前 461-前 446 年间，以雅典人为首的和以斯巴达人为首的两大城邦之间的战争称为“第一次

伯罗奔尼撒战争”，而称公元前 431-前 404 年二者之间的战争为“第二次或伟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古典学论著中，

如果不特别注明是哪一次，通常是指修昔底德所著的“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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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其他盟邦不得不在失望中加入其他同盟（这里指雅典人主导的提洛同盟）……诸神不会谴

责那些在危难之中被迫去寻求新援助的人们，而会谴责那些冷眼旁观并拒绝给予盟友援助的

城邦”［4］（78-79）作为威胁，迫使拉栖代梦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做出了为帮助盟友科林斯恢复对

殖民地科基拉与爱皮丹弩斯的控制权力①而向雅典宣战的决定。至此，地缘政治的博弈战场

正式从科林斯与科基拉区域性“狭小舞台”跃升为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体系性“宽广舞台”。

在波斯帝国等强权环伺的大背景下，斯巴达人享有与雅典人维护和平条约的利益，却陷

入要么支持科林斯人从雅典口中夺回科基拉，从而引发“世界大战”；要么接受科林斯因愤怒

或战败而加入提洛同盟［4］（78-79），从而彻底丧失与雅典的“权力均衡”。科林斯人将自身的地缘

政治难题踢给了盟主斯巴达，而斯巴达为了防止盟友因失望而背叛，不得不放弃与雅典和平

的总体战略。转而带领伯罗奔尼撒同盟投向了导致整个大希腊全面衰落的体系战争。以上

就是国际关系史中的“科林斯难题”。它是弱小盟友科林斯谋求区域支配权的问题，却最终上

升成为了整体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总体战略目标。

（二）“科林斯难题”的前提假定

本文构建理论的前提假定主要有三点，故只有在满足以下三点假定的前提下，同盟政治

中的“科林斯难题”才具备生成条件与环境。

“科林斯难题”产生的政治条件是体系存在两个势均力敌、均无法取得决定性优势的安全

同盟。②本文认为，两极均势是权宜性的，大国构建安全同盟的目的不是维持权力均势，而是

为了最终获得单极优势。为了获得霸权地位，争取控制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技术核心

区”“生产核心区”和“资源核心区”［5］——往往成为两大同盟主导国赢取战略优势的核心锁

钥。“三大核心区”的共有地缘观念很容易衍生出三种战略迷思，即“心脏地带推论”“多米诺推

论”和“黄金之国推论”。这就意味着有能力给同盟主导国带来“科林斯难题”的地区盟友应是

处于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的国家。

“科林斯难题”的适用对象是“安全互补型”同盟，即试图通过构建相互借重的互助同盟获

得各自的战略需求。同盟主导国与区域大国并不存在高度一致的安全威胁。尽管全球均势

变化对体系超级大国十分重要，但地区国家结盟的目的主要针对区域内部周边国家的权力竞

争。由于实力限制了利益诉求，同盟中区域大国首要地缘战略目标往往是如何借助盟主的力

量获得“地区优势”，而非主导国更加关注的“全球优势”。因此，对于区域盟友来讲，加入同盟

的问题永远不是“哪一个超级大国更强大”而是“哪一个超级大国更愿意帮忙”。这就将区域

与全球地缘战略目标高度相合的“威胁一致型”同盟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在“威胁一致型”

同盟中，小国由于缺乏选择而更怕被大国抛弃，并最终形成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骑

士与马”的主从关系。

① 科林斯与科基拉海战后，科林斯人卖掉了科基拉俘虏中的 800 名奴隶，但是对其余 250 名科基拉公民俘虏却予以特

别关照。修昔底德认为：“科林斯人希望他们将来回去后，使科基拉再回到科林斯这边来。后来科林斯实施了这个计划，引

发了科基拉的党争和流血冲突。”参见：〔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69.

② 杨原和曹玮认为，这样的两极结构背景下小国更具备“对冲战略”与“两面结盟”的可能性。参见：曹玮，杨原 .盟

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 [J].当代亚太，2015（5）：4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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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空间、地貌与水体阻隔等“地理磨损”要素的存在，世界政治的重要赌注、占据重要战略

位置或是具有改变本地区权力平衡的区域大国——战略平衡砝国家——享有较高的行动自由

与结盟自主性。这就将“权威支配型”同盟——苏联控制下的华沙条约组织、雅典控制的提洛

同盟、纳粹德国控制的欧陆同盟，以及拿破仑控制的欧陆同盟——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

（三）“科林斯难题”生成的政治逻辑

从同盟主导国角度来讲，当两大对立同盟都试图获得权力相对优势时，关键性区域盟友

的去留就变得十分重要，至少在主导大国的认知中看上去非常重要。在传统地缘战略话语逻

辑影响下，主导大国对盟友价值认知可能会出现偏差并导致其陷入“多米诺推论”“黄金之国

推论”与“心脏地带推论”。

布热津斯基认为，美苏霸权国争夺的重点是除它们之外的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即技术

核心区——欧洲（欧洲桥头堡）、生产核心区——亚太（远东之锚）、资源核心区——中东（欧亚

大陆之巴尔干）。［6］其中，“多米诺推论”主要表现在美苏两大阵营在亚太地区的争夺；“黄金之

国推论”主要表现在美苏同盟在资源核心区——中东地区的结盟竞价；“心脏地带推论”主要

表现在西方与苏联在欧洲地区的争夺。

首先，在生产核心区的“多米诺推论”源于第二次波希战争的历史经验。［7］当时的斯巴达国

王里奥尼达认为，如果温泉关失守，波斯大军将像决堤的洪水涌入希腊各邦。今天，“多米诺

推论”往往指某一具有地缘政治“前沿阵地”作用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冷战时期，美国在越

战中不断追加筹码也源于这一错误战略迷思，即如果丢失了越南，整个东南亚地区就会向多

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向共产主义，进而威胁到澳大利亚安全。同理，美国积极介入朝鲜战争

的一个重要推论就是如果任由整个朝鲜半岛并入共产主义阵营，那么海峡对岸日本将很可能

也倒向共产主义阵营。

其次，在资源核心区的“黄金之国推论”主要指蕴藏大量资源，却很容易被征服的地区。［8］

因此，必须通过在这一地区建立起足够强大的同盟，才能确保将此地据为己有，至少防止它落

入敌手。“黄金之国”的逻辑认为，对“资源核心区”的排他性掌控可以使己方在物质实力对比

中获得优势。为了获得在“黄金之国”地区的排他性优势地位，美苏在冷战期间在中东地区进

行了最激烈的、不计成本的争夺盟友竞赛。历次中东战争背后都能找到两个超级大国的影

子。而这些超级大国“代理人”则可以利用美苏两国害怕失去该地区盟友的心理，不断地以转

换同盟为要挟迫使同盟主导国支持其区域地缘战略目标。

在技术核心区的“心脏地带推论”主要指现代国际体系发源地的欧洲部分。①二战结束

① “心脏地带”概念最早由詹姆斯·费尔格雷夫（James Fairgrieve）在其 1915 年的著作《地理和世界强权》中所提出。

麦金德将自己“枢纽地区”概念与“心脏地带”理论进行结合，提出了“大陆心脏地带”理论。参见：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

现实［M］.武原译 .商务印书馆，1965：73。此后，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扩大了这一概念的范围，将东

中欧地区视为“心脏地带”的核心部分，并预言“谁控制了东（中）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便

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统治了世界。”参见：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M］.武原译 .商务印书馆，1965：

134。“心脏地带”这一概念的外延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体系霸主英国依据其控制世界技术核心区需要——从遏制俄国

到遏制德国，再到遏制苏联——而在欧洲地区出现了不同范围的调整。二战后，国际体系进入“洲级大国”时代。曾经英

法德这样的地缘战略旗手国家沦为体系“中等强国”。本文选取卡赞斯坦对“心脏地带”的界定，将“心脏地带”定义将延

伸至北大西洋沿岸的西欧部分也算作霸权技术核心区之内。参见：〔美〕彼得·卡赞斯坦 .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

亚洲和欧洲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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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国际体系正式迈入“洲级大国时代”。其最大的特征就是体系主导权从欧洲“中等强国”向

美苏“超级大国”转移。如果说英法霸权时代将中东欧视作影响海陆权力格局演化的“心脏地

带”，那么美苏两极格局——后来变为美国单极格局——时代争夺的技术核心区就扩大为延

伸至北大西洋沿岸、包含英法德所有“中等强国”的整个欧洲。纵观整个冷战时代，从地区生

产总值、安全开支、知识创新到金融信贷四种结构性权力，欧洲地区都是最能影响美苏两大同

盟体系权力分配的力量要素。［9］

“技术核心区”居于三大核心区之首。它是两大同盟集团最敏感、也最具进攻性的地区。

两次世界大战均源于欧洲。其背后隐含的逻辑在于技术对产业升级、生产效率提高、能源结

构优化、资源机动性增大等起着决定性作用。控制技术核心区的意义在于，即便苏联可以凭

借蛮力并依靠“烟囱工业”再现 19 世纪 80 年代那种蛮力经济增长，即便其钢铁比美国多 80%，

生铁产量是美国的 200%，发动机产量是美国的 5 倍，如果它不能升级自身的产业结构，去适应

一个日益建立在以硅晶和软件产业为基础的新时代，就算传统重工业烘托下的 GDP 增长再

多，也会因日益拉大的技术代差而愈发脆弱。［10］（309-310）

整个冷战期间，美苏均对“技术核心区”——欧洲地区——的权力波动均异常敏感。除了

发生在美国后院的古巴导弹危机外，两次柏林危机是最有可能导致美苏不用“代理人”——朝

鲜、越南、非洲、美洲和中东地区美苏为了避免直接对抗都采用“代理人战争”的方式——而亲

自走向超级大国对抗前台。鉴于欧洲地区的重要战略价值，美苏两国在压力允许的范畴内均

对地区盟友的诉求给予最大可能的关注和满足。美国方面对北约盟友的经济援助与安全承

诺自不待言。即便是依靠权力构建的“权威型同盟”，苏联对华约盟友的经济扶持也是不遗余

力的。20 世纪 60 年代苏联出口产品还以机械设备、运输工具以及金属制品为主。而为了帮助

经互会的华约盟友发展经济以换取它们的政治效忠，苏联宛如专业从事天然资源的殖民地一

般，为其东欧盟友——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经济提供廉价原料和

近乎不受限制且要求不高的广大市场。以至于 1985 年，苏联出口逐渐沦为以能源为主（石油

及天然气占出口总额 53%）。反之，其进口产品几乎 60%为东欧盟国生产的机械设备和工业消

费品。［10］（579）当然，如果盟友想抛开苏联搞“布拉格之春”则会马上感受到“权威支配型同盟”的

压力。

（四）“科林斯难题”的基本假说

基本假说 1：如果说区域盟友对同盟主导国战略杠杆取决于结盟自由度、安全利益一致性

和战略区位价值三种要素，那么“安全互补型”同盟中的区域盟友——尤其是处于世界权力三

大核心区——往往比其他三种类型的盟友更可能激活主导大国的战略迷思与介入意愿，进而

导致区域战略目标绑架同盟的整体战略规划的问题。

基本假说 2：“砝码国家”能够自抬身价的主观因素在于传统地缘政治话语对观念的建构

效用以及在此效用下双方认知图式的自我保持。由“技术核心区”衍生出的“心脏地带推论”

“生产核心区”衍生出的“多米诺骨牌推论”“资源核心区”衍生出的“黄金之国推论”建构了区

域盟友的地缘战略价值。尤其是当同盟主导国与地区盟友共同内化了上述认知后，这种共识

将强化双方对“砝码国家”战略价值的认知。从话语建构主义角度讲，正是这些过时的地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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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话语和观念构成了同盟主导国陷入承诺困境，以及在这些区域内“砝码国家”自抬身价的

主观因素。

基本假说 3：“砝码国家”谋求自抬身价的行为多发于“安全互补型”同盟之中。“安全互补

型”同盟既不存在“威胁一致型”同盟中的共有外在威胁，也不存在“权威支配型”同盟中的强

制力约束。与前者相比，它缺乏一致性利益；与后者相比，它缺少惩治性约束。这就意味着一

方面，在外压错位的“安全互补型”同盟内部，区域盟友往往有更高的意愿和能力与同盟主导

国不断地展开合作议价。另一方面，即便同盟成员在和平时期频繁举行首脑会晤、联合演习、

联席会议、发表共同声明等展现的姿态多么团结，一旦需要将整个同盟迅速集结起来并让它

马上投入战斗则往往会令人大失所望。

在“安全互补型”同盟中，主导国经常会面临启动缓慢、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坐地加价、临

阵倒戈或责任推诿等各种问题。毕竟，所有国家都是利己行为体，都具有以最小代价、最大收

益而参与互惠同盟的强烈动机。对于主导大国来讲，地区同盟真正的地缘战略价值在于其不

被使用时因数量、声势所产生的威慑效果（对 0.5 贡献的加法），而非其真正被启动时的实际效

果（对 0.5 贡献的乘法）。

基本假说 4：“安全互补型”同盟与“威胁一致型”同盟之间会随着安全压力的变化而出现

转化。一方面，如果地区大国预感到超级大国中的一方具有入侵或灭国倾向，那么它就会放

弃原有在两者之间的待价而沽，转而积极主动谋求与另一个超级大国之间建立“威胁一致型”

同盟。反之，如果超级大国中的一方降低了对地区大国的威胁，则会使对手原有的行动力较

强的“威胁一致型”同盟降格为行动力较弱的“安全互补型”同盟。

基本假说 5：国际政治中经常出现的“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的现象只能出现在“意识形态

型”同盟关系中，而不能出现在“威胁一致型”的同盟关系中。在“意识形态型”同盟内部，当某

个国家无法为其盟友提供不可或缺的安全利益时，它便倾向默许其盟友两面结盟的选择。

基本假说 6：米迦勒·沙利文（Michael Sullivan）认为，超级大国对区域大国的经济军事援助

将导致依赖国与超级大国之间确立主从关系。［11］但本文认为，只有在“威胁一致型”或“权威强

制型”同盟中这种援助才能确立主从关系——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不援助小国也愿意

确立这种关系。在此，援助是结盟的结果而非原因。而在缺乏共同威胁的“安全互补型”同盟

中，主导国对区域盟友的军事或经济援助对确立主从关系所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反而可能

导致区域子战略绑架全球整体战略的被动局面。单纯对盟友区域战略的支持不仅难以培植

可靠的“代理人”，反而可能因给盟友和敌对同盟发出错误的支持信号而导致同盟关系的紧张

与失控。一方面，地区盟友和敌对同盟可能根据援助力度判断主导大国对其区域政策的支

持，从而得出与同盟主导国本意相悖的结论。另一方面，由于援助增强了盟友在地区的实力，

进而可能导致其执行更加冒险的战略计划。军事援助本应该成为同盟强化的结果——而不

是原因——但在“互补型同盟”关系中，则变成了盟友从主导国方面榨取支持能力的象征。

基本假说 7：在洲级大国时代的两极结构中，一个盟国的背叛或另一个盟友的加入不再能

够改变权力均衡，也无法实质性的影响超级大国的权力对比。因此，主导大国不应过度关注

盟友的背叛——事实上一个质量较大的砝码也许能够使天平一端有所升高，另一端有所降

34



NORTHEAST ASIA FORUM

砝码国家何以自抬身价？

低，但在超级大国压倒性权势背景下，这些干涉量变不可能使超级大国间的平衡关系发生颠

覆性逆转［12］——而应警惕承诺逐渐扩大、野心过度膨胀、不区分进攻防御情势、过分关注威

望，进而避免因自身无条件支持盟友区域进攻行为而导致出现更大的结构性制衡。

洲级大国时代的开启已经改变了除传统地缘政治思维以外的一切事物。它对同盟政治理

论提出了全新的前提假定。我们在使用“结盟”与“权力”这类话语的常规用法来描述“核恐怖

平衡”下的地缘政治时，也表现出某种思维落后于时代的不适当性。在洲级大国时代，区域盟

友的转换对两大阵营权力增减的边际效应不可能产生决定性影响。不可否认，从前这种游离

进退的自由曾使中等国家——或小国中的较大国家——在近代欧洲体系的权力天平中扮演着

重要的、甚至有时是决定性的角色。从欧洲传统地缘政治角度讲，担心一旦主导国不能满足

盟友的需求就可能导致其背叛行为，这既符合多极化背景下结盟均势理论的一般传统，也构

成了主导大国区域战略产生众多事与愿违结果的重要原因。［13］“砝码国家”愿意沿用传统地缘

政治的话语，以便从主导大国那里获得更多的支持。但事实上，它们转换同盟的威胁不应被

过分夸大和关注，对于任性妄动、不负责任、坐地起价的信誉不良者，对方同盟要么选择将其

看作负担而加以拒绝，要么就不得不吞下增加负担的苦酒。

三、“科林斯难题”的案例验证

在两大集团争夺地区盟友的零和博弈中，“砝码国家”往往可以做出“两面下注”的姿态，

以求得自抬身价的有利结果。这种“友谊拍卖”的结果就是迫使它中意的同盟一方开出远远

高于其战略价值本身的报价。“科林斯难题”既是小国将自身区域问题转嫁为整个同盟难题的

博弈过程，也是主导大国因过分关注局部战略手段而迷失整体战略目标的政治现象。

本文将分别选择在世界权力“技术核心区”“生产核心区”和“资源核心区”出现的三种“安

全互补型”同盟案例进行无差别验证。考察样本主要包含欧洲地区的意大利、奥匈帝国、冷战

时期中东地区的埃及、约旦等国，以及中苏同盟和中美 70~80 年代“准同盟”。①这其中既包含

陷入“科林斯难题”的证实案例，也包含成功规避“科林斯难题”的证伪案例。为了确保验证的

科学性，本文将不仅关注能够支持基本假说的证实案例，更关注那些证伪案例。只有看似并

不符合本文假说的证伪案例仍与这一微观理论的内在逻辑并行不悖，才能够证明该理论的有

效性。

（一）对证实案例的考察

案例验证 1：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意大利地区一直是影响兼具“技术

① 国际体系最初的“技术核心区”与“生产核心区”高度重合在欧洲。20 世纪 70 年代全球产业结构从欧洲向东亚

地区转移，冷战后期至今，东亚地区逐渐成为全球“生产核心区”。但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有效期为 30 年。中

国于 1979 年 4 月 30 日宣布不再延长该条约。依据条约规定，条约于一年后期满时废止。自 1972 年尼克松访华后至 1989

年期间，中美“蜜月期”长期保持准盟关系，这种关系就像美国和以色列一样，存在着实际合作，但没有法律条约上的义

务。而中苏同盟则经历了多年的实际破裂后走向了自然解体。为了配合“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崛起战略，中国在国际

政治中长期奉行低调的“不结盟政策”。东亚地区的美日同盟则由建立初期的“权威支配型”向“安全一致型”转变，因此

也被排除在“安全互补型”同盟类型之外。本文关于“同盟”的定义认为：“同盟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

面所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参见：张景全 .同盟视野探析［J］.东北亚论坛，200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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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区”与“生产核心区”的欧洲权力天平的重要砝码。在当时的欧洲大国看来，鉴于意大利

地处影响世界权力的“技术核心区”与“生产核心区”重合的区位优势，同时鉴于它既没有力量

单独成为霸权，又拥有力量使大国间的平衡发生倾覆，欧洲主要强国都谋求通过对意大利让

步来换取其合作或效忠。布莱恩·沙利文（Brian Sullivan）将意大利这类国家称为“欧洲地缘政

治中的战略平衡砝”［14］。

早在意大利实现统一前，它就习惯了在欧洲各国君主之间充当着待价而沽的大质量砝码

角色。例如，皮德蒙特——这个在法国与意大利的奥地利领地之间的缓冲国——在意大利统

一战争时期曾得到了拿破仑三世的鼓励。当 1860 年家富尔占领教皇国时，皮德蒙特走得远超

拿破仑三世的预料。［15］自 1871 年实现统一后，意大利更一度获得与“英、法、俄、普、奥”并称的

列强身份。因此，从波旁王朝对哈布斯堡王朝，到拿破仑法国对反法同盟，再到同盟国对协约

国，对意大利的控制或拉拢往往成为改变“欧洲两极体系时期”权势的关键锁钥。

一战前，意大利与德奥结成了典型的“利益互补型”同盟。在一战爆发后，意大利以“尚未

准备充分”为理由——同时以放弃“中立”并加入协约国一方姿态为要挟——对三国同盟进行

了趁火打劫式的“二次要价”。它并不关心未来欧洲体系由法国主导还是德国主导，它唯一关

心的是意大利作为未来东南欧与亚得里亚海地区支配性大国地位。为此，它对“三国同盟”开

出的最新参战报价是：取得蒂罗尔和伊斯特利亚以完成“民族统一”（这两个地区居民中意大

利人均不占多数）；获得亚得里亚海地区的主导地位；在近东及殖民事务中的强国地位得到承

认。为了最大限度地从同盟内部榨取让步，迪圣茱莉亚诺 7 月 26 日向萨兰德提议：“没有立即

决定参战的必要……我们必须使国内外每个人都猜疑我们的态度和决定，以此方式力图得到

最多的好处。”［16］

这一自抬身价的战略对盟主德国立刻奏效了。为了让意大利盟友早日投入英德争夺霸权

的战争，德国试图劝说奥匈拿出一部分在巴尔干地区所得的利益进行“补偿”。为此，德国前

任首相冯·比洛亲自到罗马告诉意大利人：“只要快点参战，他们在弗朗西斯·约瑟夫——奥匈

帝国皇帝——口袋里能找到什么，德国就给他什么。”［17］（544）

德国想让奥匈帝国吐出部分利益来拉拢意大利，以此求得“三国同盟”赢得欧洲体系霸权

的良苦用心被只关心巴尔干区域利益的奥地利人当场泼了一盆冷水。关注在东南欧地区建

立霸权的奥地利人对德国的“世界政策”与“欧陆霸权”并不买账。他们认为蒂罗尔——那里

居住着 30 万日耳曼人——是奥匈这个多民族君主国里最坚强的支持者；而在亚得里亚海做出

让步则等于把克罗地亚人推进了塞尔维亚的怀抱。正如奥匈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以尖刻的得

意态度所言：“要么放弃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德国在近东的地位，要么福祸与共同奥地利并肩

前进。”［17］（514）从为了满足奥匈在巴尔干谋求支配性地位而一再开罪俄国后，德国的“世界政

策”不断降格成为协助其弱小盟友追求地区霸权的工具。这注定了当德国踌躇满志地在争夺

欧洲与世界霸权的战争中走向战场时，它的两个盟友一个为了局部利益而漫天要价，另一个

则不肯为了自己局部的、可能得而复失的利益而服从于整体战略。而此时“三国同盟”的主导

国既没有筹码引诱意大利参战，也不敢强迫奥匈对意大利妥协。它只能在两头讨好中坐视意

大利的转换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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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意大利人认识到在这种零和博弈中只有奥匈战败才能获得它期待的报酬时，便于 1915

年 3 月 4 日转向了协约国。把敌对同盟奥匈帝国的南欧利益信手转让给意大利，这种“慷他人

之慨”的做法除了在俄国会产生些许微词以外，对英法来讲完全欢迎。虽然俄国方面抱怨说，

让胃口如此之大的意大利参战只会增加议和时的困难——在战胜国之间可分的胜利成果实

在是太少了。但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则坚决认为意大利人的参战具有决

定性意义，它将成为打破两大同盟在欧洲战场僵局的转折点——“我们不能只为了给塞尔维

亚弄一条长海岸线而拖延这么重大的事情。”［17］（544-546）鉴于当时的俄军主战场已转向德国，所

以俄罗斯需要意大利人在东线帮忙分散奥匈的压力。因此，除了南达尔马提亚归塞尔维亚之

外，意大利人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协约国的满足。作为回报，意大利答应协约国在一个月内

“对它们所有敌国开战。”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开始加速从欧洲体系的“狭小舞台”向世界体系的“宽

广舞台”转变。美苏两个“侧翼大国”的出现宣告了过去以英、法、德等“中等强国”主导世界秩

序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意大利这类欧洲天平的砝码很难再起到任何决定性作用。验证

国家实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战争。而意大利给其他体系大国发出的最具身份欺骗性的信号

就在于，只要战争看上去仍然是很遥远的事情，意大利人在外交话语上就永远充满着战斗热

情。这使墨索里尼在走向真正战场前仍然保留了“欧洲地缘政治中的战略平衡砝”角色，虽然

在一战时表现平平，但二战前它仍凭借自己造作的表演而成为英法与德国争相拉拢与绥靖的

结盟对象。

在一战后的很长时间里——直到 1940 年意大利进攻法国以前——意大利长期被视为“欧

洲四强”的一员。从《洛迦诺公约》英意两国承担德法保证人——这种典型的“威胁一致型”同

盟使弱势一方的法国人无奈地称其为“简直是处在英意两个卫兵间的囚徒”［18］（86）——到 1934

年“陶尔斐斯被刺杀”后墨索里尼紧急派出四个师陈兵勃伦纳山口，并向奥地利政府发出急

电，承诺意大利支持奥地利独立，从而迫使希特勒赶忙否认对奥地利的任何图谋，到“慕尼黑

事件”中的四强决策，再到 1938 年德国入侵奥地利时的关键性表态，地处影响体系“技术核心

区”与“生产核心区”高度重合的意大利确实被视为一个比苏联还重要的结盟对象。

意大利的战略目标既不是与英法结成对抗德国的反法西斯同盟——它本身就是一个法西

斯国家——也不是帮助德国建立起世界霸权或者对抗更加遥远的苏联。意大利的战略目标

是取得法国在环地中海地区——南欧与北非——的区域主导地位。不可否认，墨索里尼凭借

自身的政治能力在战前把意大利对南欧、北非诉求的报价抬到了最高。为了赢得意大利的

友谊，希特勒在意大利反复宣称，使他深感愤愤不平的是南提罗尔，而不是但泽或波兰走

廊。［18］（88-89）当 1936 年墨索里尼介入南欧的西班牙内战后，德国也随即卷入了一道支持弗朗哥

的内战中。

鉴于意大利的“重要结盟价值”，英法也对意大利追求区域霸权的行为给予了默许和绥

靖。1935 年 3 月，英法意在斯特雷扎举行的反德扩军会议上，墨索里尼公开表示：“三国政策的

① 事实上，意大利又食言了。1915 年 5 月，它只对奥匈宣战了；直到 1916 年 8 月 28 日才对德国宣战。

37



NORTHEAST ASIA FORUM

东北亚论坛 2019 年第 5 期

目的，就是在国际联盟组织机构下，集体维护和平。三国一致同意，要采取各种可行的方法，

反对危及欧洲和平的单方面违背和约的行为，并将为了达此目的，采取密切而真诚的联合行

动。”［19］墨索里尼在演说中着重强调“欧洲和平”几个字，他在说完“欧洲”一词后，又用引人注

目的姿势停顿了一下。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了英国外交部代表们的注意。英国外交部人员明

白墨索里尼的意思：他一方面表示愿意同英法合作防止德国重整军备；另一方面又要为他对

非洲阿比西尼亚的侵略埋下伏笔。通过讨论，英国认为这个时候对意大利提出不得入侵阿比

西尼亚的警告是不合时宜的，这等于把墨索里尼这么重要的合作者推向德国一侧。为了拉拢

意大利以壮声势，法国对这一问题也是三缄其口。在无人过问的情况下，墨索里尼自然也就

认为国联已默许了他的结盟报价，他可以随时入侵阿比西尼亚了。1935 年 10 月，英法主导下

的国际联盟则对意大利发动对北非阿比西尼亚的侵略问题推行了绥靖政策，这直接导致国联

在道义与威望上的急剧衰落，进而加速了英法主导下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崩溃。

大国争相拉拢意大利对其实现全球战略价值究竟有多大帮助呢？事实证明，在德意这类

“安全互补型”同盟协调行动问题上，“安全互补型”同盟的启动异常缓慢。只有当战争形势已

经日益明显，或者当主导大国为了小国区域利益而共同作战时，这类同盟才可能显出某些行

动力。

作为德国最重要的盟友，意大利并不愿为了德国争夺欧洲霸权而与英法同盟开战，但德

国却不得不为支持意大利在南欧、北非冒失的追求环地中海区域霸权而抽调宝贵的军事资

源。但意大利对德国追求的欧洲霸权却并不感兴趣，抑或是因为它明白其在德国对英法的战

争中也无足轻重。但就在德国即将发动对英法的战争而最需要意大利的时候，墨索里尼却拒

绝为德国提供军事协助。当 1939 年 8 月 25 日希特勒焦急等待意大利战争反应时，意大利大使

阿托利科带来了墨索里尼的电报：意大利虽然无条件站在德国一边，但它不可能进行“军事介

入”。长期干涉西班牙内战已经使意大利筋疲力尽。它的黄金储备和原料消耗殆尽，现代化

武器重整军备几乎难以起步。它只有到 1942 年——甚至这也是一个想象的日期，仅仅意味着

相当遥远的将来——才能准备好战争。除非德国立即提供它所需要的一切战争资源；而当这

些战争物资清单发来时，用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的话说，“足以使可以预言的任何大话相形

见绌”。

只有当形势已经明显表明德国将赢得完全胜利时，意大利才愿意作为德国的同盟投入对

英法同盟“坐地分赃”的战争并证明自己作为同盟者的价值。1940 年 6 月 10 日——当天法国

政府撤出巴黎，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六天前 33.8 万名英国和盟国士兵已经完成了“敦刻

尔克大大撤退”，这基本宣告了英法同盟在欧陆战场的彻底失败——意大利外交部长正式通

知英国大使，意大利从当天午夜起与联合王国处于交战状态，对法国也送达了相同的照会。

随后，意大利以趁火打劫的姿态，向败局已定的法国阿尔卑斯阵地发动了毫不迟疑地攻击。

法国战败后，墨索里尼加速追求环地中海——南欧与北非——区域霸权的步伐。这一区

域战略不仅无法配合德国接下来的对俄战略，更导致了德国在希腊、北非等地不断抽调军队

去援助意大利而一再延误“巴巴罗萨计划”的执行日期。倘若德国能够心无旁骛地集结侵苏

部队，进而提前一个月发动对苏战争，那么就很有可能会避免因寒冬而兵败莫斯科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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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抢在德国之前占领希腊，以巩固意大利在南欧的支配性地位，1940 年 10 月 28 日意军贸然

入侵希腊，但一个月后便在沃武萨丢失了战场主动权。为了挽救意大利在巴尔干的败局，希

特勒临时调集军队于 1941 年 4 月——这支部队两个月后就要投入侵苏的“巴巴罗萨计划”——

入侵希腊和南斯拉夫，才将意大利从巴尔干的泥潭中拉了出来。这一营救行动的短期后果是

从希腊战场抽回的德军因来不及休整便投入更大的南俄战场，严重影响了德军“巴巴罗萨”整

体的战争计划。长期后果则是希特勒不得不在本想暂时避开的巴尔干地区留下 61.2 万人的统

治兵力。［20］意大利在北非战场也遭遇到同样的崩溃窘境。为了挽救意大利盟友，希特勒又不

得不从本已捉襟见肘的兵力中抽调出像隆美尔这样的优秀将领和军队分散到北非地区。可

见，如果任由“安全互补型”同盟中弱小盟国做出决策，主导大国可能被迫为其不负责任的行

为付出沉重的代价。

案例验证 2：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权力“资源核心区”进行了激烈的盟友争

夺并组建起各自主导下的“安全互补型”同盟［21］（参见表 2）。

表 2 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互补型”同盟

同盟

美国-伊拉克同盟

美国-沙特同盟

美国-黎巴嫩同盟

美国-约旦同盟

美国-以色列准同盟

美国-埃及同盟

苏联-埃及同盟

苏联-叙利亚同盟（1）

苏联-叙利亚同盟（2）

苏联-也门同盟（1）

苏联-北也门同盟（2）

苏联-南也门同盟

苏联-伊拉克同盟（1）

苏联-伊拉克同盟（2）

存续时间

1955~1958

1957~今

1957

1957~今

1962~今

1975~今

1955~1974

1955~1958

1966~解体

1955~1962

1964~1974

1968~解体

1958~1959（转会）

1971~1978

主导国战略目标

遏制苏联

遏制苏联

遏制苏联

遏制苏联

制衡苏联

制衡苏联

遏制英美

遏制美国

遏制美国

遏制英美

遏制英美

遏制英美

遏制英美

遏制美国

区域盟友战略目标

制衡埃及

制衡埃及

制衡埃及

制衡埃及

制衡阿拉伯国家

制衡阿拉伯君主国

制衡以色列/伊拉克

制衡以色列

制衡以色列

迫使英国放弃亚丁

打败内战中王室势力

制衡沙特

防止英国干涉；制衡埃及

制衡伊朗

资料来源：关于同盟关系的内容参见：Stephen M. 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N.Y.：Cornell Uni⁃

versity Press，p.154，p.159；关于美国培植中东盟友动机的内容参见：Peter G. Boyle，John L.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Vol.16，No.3，

1982，223-225；John S. Badeau，"The American Approach to the Arab World"，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Vol.

22，No. 4，1969，pp.10-13，17-19，137；Steven L. Spiegel，The 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pp.97-98；关于苏联发展中东盟友的动机参见：Karen Dawisha，"Soviet Foreign Policy To⁃

wards Egypt"，Foreign Affairs，Vol. 58，No. 1，1979，p. 202；Karen Dawisha，"Soviet Policy in the Arab World：Perma⁃

nent Interests and Changing Influence"，Arab Studies Quarterly，Vol.2，No.1，1980，pp.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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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在中东地区的主要“代理人”利用双方试图在“资源核心区”获得排他性优势地位，或

阻止对手单方面获得优势地位，将自身谋求阿拉伯国家内部领导地位、制衡以色列的区域战

略同是否支持同盟主导国全球战略进行了捆绑销售并取得了明显的榨取效果。虽然美苏两

大同盟存在着战略竞争关系，但 1955~1979 年间伊拉克、叙利亚、北也门、埃及、约旦、黎巴嫩均

有从美苏双方获得经济与军事援助的记录（参见表 3）。其中，埃及和伊拉克两国在美苏之间

出现了实际上的“联盟转换”。

表 3 1955~1979年美苏对“安全互补型”区域大国的援助（单位：百万美元）

国家

伊拉克

叙利亚

埃及

以色列

约旦

北也门

沙特

苏联

经济援助

705

770

1440

0

25

145

0

军事援助

1600

2100

3450

0

0

80

0

总计

2305

2870

4890

0

25

225

0

美国

经济援助

48

624

5030

4691

1342

112

28

军事援助

50

0

1500

17623

921

2

296

总计

98

624

6530

22314

2263

114

324

资料来源：U.S. Department of State，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Communist Stat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Aid and Trade in 1974，Washington，D. C.，1975；CIA，Communist Aid to Non-Communist Less Devel⁃

oped Countries，1979 and 195--1979，Washington，D.C.，various years；Stephen M. 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p.219-220.

美国的大中东战略是促使其阿拉伯盟友同以色列和解，进而共同对付苏联的渗透。但埃

及的战略则是通过对以色列战争提升其在阿拉伯世界统一进程中的合法性。因此，当 1954 年

美国试图通过拒绝向纳赛尔提供武器援助以此迫使他同以色列和解时，埃及于 1955 年正式同

苏联结盟。1970 年，埃及希望同盟主导国苏联派遣防空部队进行消耗战援助时，遭到了柯西

金的反对。当他以“老大哥”的姿态告诫埃及人要配合苏联“缓和国际局势”避免“任何可能被

以色列好战者利用的事情发生”时，［22］纳赛尔威胁辞职并支持一位亲美总统上台，这一举动迫

使苏联被迫冒着与美国直接对抗的风险而向其提供援助。［23］

1972 年美苏峰会达成在欧洲相互承认、维持现状的初步协定——此时美苏在莫斯科公报

中提到了中东地区“和平协议”并就军事缓和达成共识——但这种缓和并不符合中东地区大

国的战略利益。只有美苏双方在这一地区存在竞争——而不是和解——才能使它们获得更高

的结盟收益。美苏声明使萨达特感到苏联可能为了促成中东和平——此时由于中美接近，苏

联在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处于被动态势，希望降低中东地区的安全竞争压力——而延缓向埃及

提供军事援助。为了刺激苏联加快进行援助，萨达特突然通知苏联大使，埃及不再需要苏联

军事顾问。到 8 月底，苏联在埃及的军事顾问从 15 000 名骤减为 1000 名。［24］在大量驱逐苏联

顾问、拒绝苏联利用军事设施后，苏联不得不将美苏缓和的大局放在一边，转而开始增加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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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军事援助。虽然降低援助有助于实现美苏在中东地区缓和，进而缓解因中美战略接近

而导致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压力。但美苏均害怕因拒绝对地区盟友提供援助而被对方阵营“挖

墙脚”。这种战略互疑使得两个超级大国都难以降低对区域盟友的援助规模。到了 1973 年 4

月，萨达特宣布他对苏联援助的数量和质量完全满意。［25］

美国的盟友约旦也经常通过“威胁与苏联结盟”的方式迫使美国增加援助，以便支持其针

对埃及和以色列的区域战略。这与美国通过拉拢埃及、保护以色列的大中东战略本身背道而

驰。但为了避免约旦转向苏联一方，美国也被迫向其区域战略表示支持。例如，1963 年，当美

国发现约旦为了获得武器装备有可能转向苏联阵营，这促使美国向约旦出售 M-48 坦克和先

进的飞机；1968 年，侯赛因国王访问莫斯科并同苏联正式建交，这一举动迫使美国恢复向约旦

出售武器。1975 年，当约旦希望从美国购买霍克-1 型防空导弹时，遭到了国会亲以势力的阻

挠。为了迫使美国就范，同年一个苏联的高级军事代表团受邀访问了约旦。次年侯赛因国王

再度出访莫斯科，正式就防空系统问题与苏联达成协议。［26］这一外交举动迫使国会迅速转变

态度并同意对约旦出口霍克-1 型导弹。

案例验证 3：上述“安全互补型”同盟案例，对于思考今天土耳其不断宣称向中俄采购武器

以胁迫北约盟友提供它所需的武器援助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中国的红旗-9 防空导弹在

2012 年参与土耳其军购竞标并在 2013 年获得成功。这一消息曾让国人高兴地看到中国向北

约国家出口大型防御武器的希望。但事实上讲，土耳其从来就没打算真正购买红旗-9 导弹，

它不过是想通过对北约打“中国牌”作为要挟北约向其出口法国紫苑中远程防空导弹。在此

过程中，土耳其希望通过打“中国牌”以达到对法国继续压价的目的。这一自抬身价的行为马

上取得了对北约主导国家施压的成效。在宣称放弃红旗-9 防空导弹之后，土方立即与法国展

开了购买行动。

自苏联解体后，土耳其与北约的同盟关系就逐渐从“威胁一致型”转变为“安全互补型”。

对于土耳其来讲，它对美俄之间的战略竞争并不关心，它更关心的是其在伊斯兰世界地位的

复兴。因此，美俄双方谁更愿意帮助其提升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地位，谁就将成为土耳其的合

作对象。土耳近年来反复在美俄之间两面下注便是北约内部同盟关系变化的反映。

为了迫使美国对其出口爱国者防空系统和 F-35 隐形战机等尖端武器，土耳其在红旗-9

事件后又故技重演，以签约购进俄国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作为威胁北约盟主美国向其低价出

口尖端武器的筹码。对此，土耳其总统发言人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 Kalin）在 2018 年 11 月 22

日表示：“土耳其从来不依赖唯一选择，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评判问题。如果美国愿意与土耳

其就爱国者防空系统达成协议，并就联合生产达成一致，我们就应该接受。”另一方面，俄罗斯

以 S-400 为对土安全合作的突破口，其目的明显在于分化和拉拢北约的黑海前哨土耳其。毕

竟，土耳其仅需为 S-400 系统支付 45%的货款成本，更多的款项是由俄方主动借贷。这既可以

达到弱化甚至瓦解土耳其与北约的“威胁一致型”同盟的固有认知，间接增加北约维系与土耳

其同盟的成本，又可以通过对部署在土耳其的俄制防空系统的后期维护与后台运行，达到前

沿侦测北约各类航空器参数的目的。因此，土耳其正是利用了北约对俄制防空系统的恐惧，

逐步实现其要挟盟友在装备与政策上让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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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证伪案例的考察

第一，随着 1973 年国际原油价格的提升，中东地区作为世界权力“资源核心区”的价值也

出现了增长。地区大国在同盟中的价值量也应该出现相应的提高。但问题在于，为什么 1979

年后，中东地区主要国家在美苏之间“以转换同盟为要挟”的报价出现了走低趋势呢？为什么

1979 年后苏联在中东地区只剩下叙利亚和南也门两个盟友？本文认为，1979 年苏联对主权国

家阿富汗的军事入侵直接导致了对中东地区大国安全威胁的判断发生了重大转变，即安全威

胁从周边邻国变成了超级大国苏联本身，进而导致了中东地区国家与美国的同盟性质从“安

全互补型”演变为共同抵御苏联扩张的“威胁一致型”。

1979 年 12 月末，苏联放弃了“代理人”模式，从地缘政治较量的“幕后”径直走上了“前

台”。这场战争被认为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大失败。它不仅导致了美苏自 1972 年缓和局面的

结束——美国总统卡特 1980 年 1 月 23 日的国情咨文中提出：“外部势力攫取控制波斯湾地区

的任何企图，都将被看作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进攻。对于这种进攻，美国将使用包括军事力

量在内的任何必要手段予以击退。”［27］——更重要的引发了中东地区主要国家对自身主权独

立与国家安全的担忧。他们最重要与最紧迫的利益不再是通过制衡周边国家而获得区域优

势战略，而是防止自身被苏联军事侵略。

随着同盟类型的转变，美国对中东地区盟友的自主性和约束能力明显提高。其中最明显

的就是发生在 1982 年 6 月 9 日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出动陆海空军 10 万多部队，对黎

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叙利亚（苏联盟友）军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几天时间就占领

了黎巴嫩的半壁江山。战争期间出现了由以色列支持的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民兵组织对巴

勒斯坦难民的贝鲁特大屠杀。而在整个“第五次中东战争”期间，美国的阿拉伯盟友们对以色

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表现得出奇冷静。而这在 20 世纪 70 年代是非常可能引发联合军事行

动或“石油危机”的。1979 年以后，中东地区的主要盟友牢牢紧跟美国，直到苏联解体后安全

威胁消除。

第二，为何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美越之间出现了“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的态势？朝鲜战争

以后，美国对中国的陆上安全就不再具有生死攸关的威胁了。中国与北越政权在越南战争中

名义上是“威胁一致型”——但事实上属于“意识形态型”——同盟。而中美之间基于苏联共

同的威胁则出现了构建“威胁一致型”同盟的必要条件。因此，北越保留了同中国的意识形态

同盟，同时，默许了通过中国同美国的战略接近。这便出现了中国既与北越保持着“意识形态

型”同盟关系，又与北越的敌人美国建立了“威胁一致型”的准同盟关系。

中美的战略接近正源于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公开入侵以及对中国核打击

威胁，促使其与美国迅速达成了“威胁一致型”同盟的共识。1969 年的珍宝岛战役、铁列克提

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苏联对华“核恐吓”导致了中美之间抛开意识形态分歧而迅速建立起“威

胁一致型”准同盟。美国不再强调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运动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也

不再强调美国对越南盟友的侵略与帝国主义性质。双方在苏联共同威胁下，迅速建立起准盟

关系。这一关系确立后，中国积极调整自身战略姿态，并表现出对美苏全球争霸与亚太战略

的积极配合。一方面，在台海问题上中国方面主动降低了区域竞争烈度。另一方面，在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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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战争方面也表现出基于国家总体战略利益的理性。但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苏联对中

美双方的安全威胁日益降低。伴随着东欧剧变，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矛盾则走上了前台。这

直接导致了这一“威胁一致型”准盟关系的解体。

四、“科林斯难题”的政治启示

在同盟内部，并非所有小国都是任由大国摆布的可怜虫，在特定条件下它们甚至可能将

自己的局部利益加诸战略缔造、获得同盟主导权并对战略走向起到决定性影响。“科林斯难

题”便反映出在“安全互补型”同盟内主导国可能面临的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即构建同盟的

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家的战争能力，而许多战争本身却是为了维持同盟的存续。它反映了“安

全互补型”同盟的内在困境，即当偏执的区域盟友所关注的区域战略与同盟主导国关注的整

体战略出现非相合性时，如何避免因错误的认知与同样冒进的行为，而导致整体战略被区域

战略绑架并拖入到事与愿违的高度危险境地呢？

在两极格局的全球博弈中，历史给了我们一些获取经验的线索和提示。“采取正确结盟战

略”的国家获得了来自同盟的巨大力量，而“采取错误结盟战略”的国家不论其多么努力发展，

积累起来的能量都会被对方不断增加的反作用力或己方盟友不断增加的诉求所抵消，甚至有

时还会强化对方同盟行动的一致性。本文认为，“采取错误战略”是指犯了三项重大失误：第

一，试图通过不断追加投入弥合同盟内部的安全利益认知差异，幻想使“安全互补型”产生与

“威胁一致型”同盟一样高的战略效果；第二，在洲级大国时代，即便某个处于世界权力“三大

核心区”的国家出现了同盟转换，也无法影响到两极格局的力量对比。从近代欧洲多极均势

中结晶的话语逻辑可能诱导盟主国家夸大区域盟友的战略价值，从而陷入“三大战略迷思”；

第三，在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展现出过度膨胀的野心、对强权政治的迷恋，将间接帮助战略

竞争者在特定区域形成投入成本更低、行动效力更强的“威胁一致型”同盟。这一点特别反映

在为什么格鲁吉亚、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或波兰等东欧国家比北约的西欧盟友更愿意配合

美国遏制俄罗斯的区域行动。这样会经历双重挫折，即自身盟友的离心力增强，对方盟友的

凝聚力大增。因此，“采取正确的结盟战略”意味着对洲级大国时代区域盟友价值的理性认

知、有限期待和互惠性支持，以及避免因自身的战略冒进而导致众叛亲离与体系性制衡力量

的生成。

一战后，国际政治已经从“欧洲体系”的狭小舞台扩展到“全球体系”的宽广舞台。洲级大

国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权力博弈已经成为只在主导国之间进行的两极游戏，中等强国对于

改变超级大国之间权力对比的边际效用与日递减。尤其是同一个任性妄动、不负责任的地区

国家结盟并不意味着增加一笔资产，而是增加一项负担。就如同长期对某一问题的慈善行为

非但不能治愈，反而还会增加贫困一样——因为它不仅是对短视与懒惰行为的奖励，而且会

鼓励短视与懒惰的人成倍地增加——对“安全互补型”区域盟友无底线的支持，不仅不能换来

预期中的战略协作，反而会因自身的沉没成本而增大对方的胃口。因此，同盟主导国必须根

据情势的变化而建立起更有效的评估方式，以界定在不同争议地区采取行动的方式、支持限

度和承诺底线。其核心问题不是如何找到一个主导国能支持的盟友，而是如何能够找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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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友愿意支持主导国的大战略。缺乏排查“安全互补型”同盟的这套标准，主导大国可能被那

些以“安全利益一致”为名并与之结盟的卫星、附庸、傀儡、客户组成的杂牌军拖入不必要的区

域冲突，而不得不在姑息、挫败、纵容以及不可估算的代价之间使全球战略降格、转移直至从

属于盟友的区域战略。

尤其是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权力“生产核心区”从欧洲分离出来并加速向东亚地

区转移。今天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主要呈现为欧美控制“技术核心区”、亚太居于“生产核心

区”，而中东依然是“资源核心区”。①冷战至今的历史表明，美国对欧亚大陆潜在对手的遏制

是依据三大地缘政治核心区而展开的。正如 1988 年 1 月里根宣言所阐释：“美国战略的首要

特性在于坚信倘若一个敌对国家将统治亚欧大陆——地球上那个被称之为心脏地带的国家，

美国最基本的国家安全就将受到威胁。我们为阻止这种情况打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自

1945 年以来，我们一直力求防止苏联利用其战略优势而支配西欧、东亚和中东地区，从而根本

改变全球力量对比，使其对美国不利。”［28］

美国在三大区域内的遏制对象也清晰地表现为俄罗斯（欧洲地区）、伊朗（中东地区）和中

国（亚太地区）。其中，尤以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地位冲击最为明显。当前，中国迅速崛起是

引发体系新一轮转型的核心变量。一方面表现为中美权力位差迅速收窄，另一方面表现为中

美两国同世界其他大国之间的权力位差均在拉大。这就意味着国际体系向两极格局转型可

能性明显增加。［29］在体系权力格局从单极向两极演变的进程中，中美之间在印太地区的矛盾

可能性与日俱增。这就客观上要求战略理论界提前加强对“崛起争霸背景下的权力转移”问

题进行系统性研究。［30］

在我们成为另一极之前，中国需要长期延续在各种形式下的不结盟战略，它可以帮助我

国避免自身方面陷入盟友制造的“科林斯难题”。同时，如果中国想有所作为，那么可以试图

在三大核心区的外线区域展开结盟行动，而不要在内线区域过早地摇落霸权国花园中的果

实。同时，美国是否会面临亚太盟友提出的“科林斯难题”，从而面临是否支持其与中国的领

土矛盾，也关系到国际体系的和平稳定。中国如果想弱化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就需要对美

国在该地区的同盟类型进行有效区分。通过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进行部分同盟分化。一方

面促使行动力较强的“威胁一致型”同盟转变为行动力较弱的“安全互补型”同盟；另一方面，

避免因自身的战略冒进而导致“安全互补型”同盟升格为“威胁一致型”同盟。为此，中国需要

注意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四个同盟。

第一，从美日同盟角度看，随着日本从海洋经济大国向海洋军事与政治大国的转型，［31］中

日之间争夺领土与亚太主导权的进程与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进程高度一致，日美同盟在遏制

中国崛起问题上属于“威胁一致型”同盟，因此不仅不具备弱化的可能性，反而随着中国崛起

或东海问题而更具行动能力。

① 2018 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摘要中建议，要在印太、欧洲、中东以及西方世界地区维持有利于美国的均势。特

别是对于前面三个地区，美国必须凭借“以实力求和平”的手段吓阻挑战。参见：U.S.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EB/

OL］.January 2018. http://www.defence 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 –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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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澳大利亚角度看，澳大利亚视中国为未来追求南太平洋区域主导权的潜在战略

竞争对手，这与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的战略呈现出较高一致性，因此美澳同盟在遏制中

国崛起问题上也属于“威胁一致型”同盟。随着中国在南海地区影响力的增加，美澳同盟在对

华问题上将更具一致性。但由于澳大利亚距离中国比日本更为遥远，中国可以通过推卸责

任、有条件的绥靖、更加温和的外交战略促成美澳同盟安全威胁的降低。

第三，从美韩同盟角度看，韩国的安全关切仅仅局限于朝鲜半岛安全，它对中美全球战略

竞争中涉及朝鲜半岛之外的问题并不关心，1992 年中韩建交后更是极力避免成为美国遏制中

国的“前沿阵地”［32］。而虽然美国坚持名义上对朝鲜的恐惧——看似美韩同盟是“威胁一致

型”——但其实冷战至今以来美国陈兵半岛的根本战略是为了防范中俄。随着中韩建交以来

敌对关系的持续降低，今天的美韩同盟已演化为典型的“安全互补型”同盟。因此，只要中国

对韩国展现出足够的善意并在朝鲜问题上做出更多共同合作可能性的暗示，就能够降低美国

利用美韩同盟共同遏制中国的安全压力。

第四，从菲律宾和新加坡角度看，作为地区小国，它们的安全关切事实上仅局限于南海地

区安全，因此美菲同盟与美新同盟既可能属于“安全互补型”，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换为“威

胁一致型”同盟。这取决于中国未来的南海政策是以战略军事为主导，还是以战略经济为主

导。只要中国在南海地区持续展现温和与善意——而非咄咄逼人、无视裁决、锱铢必较、处处

争抢的权力政治——经济上对中国高度依赖的菲律宾和新加坡并不愿意为了美国的全球战

略而过分迁怒于中国，而更愿意通过两头下注的“对冲战略”获得中国经济上的好处与美国安

全上的援助。反之，则可能诱发两国积极同美国构建“威胁一致型”同盟。

“科林斯难题”属于大国崛起研究议程中的一个重要微观理论，它在精细化同盟类型的基

础上发现了差异性的结果。研究它的目的不仅在于阐释一种同盟政治现象的内在规律，更在

于为当今中国的崛起提供可资借鉴的战略经验与启示。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中最为典型的崛

起大国，中国利用和规避“科林斯难题”的最佳方式是避免因自身对周边小国滥用威慑、奉行

单边主义或严重损害本国道义根基的方式，迫使周边国家因感到恐惧或羞辱而与美国形成

“威胁一致型”对华遏制同盟。自然，上述观点并不能保证成功，但却可能提高中国成功崛起

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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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and Review of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Self-independence Towards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Self-improvement

WU Zhi-cheng WEN Hao·3·
Abstract：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significant innovation proposed by the new collective leadership of the China

Communist Party an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 centering on Xi Jinping through a coordination of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imperatives，a sum⁃
mary of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diplomacy as well as a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70-year diplomatic policies，thought and practice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RC. With a panoramic view of 7-decade historical vicissitudes，the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be
divided into 3 stages：the first "standing up" stage insisting on self-independence and sovereignty；the second "growing rich" stage devoted on peaceful de⁃
velopment，openness and cooperation，and the last "becoming strong" one featured by a simultaneous pursuit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
sponsibilities of a great power. Under a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
riched and improved itself in terms of objective，gist，the strategy of global governance，the concept of regional cooperation，the guideline of neighboring
diplomacy，the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rules for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and the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Meanwhile，the Chinese
uniqueness is manifested intensively by the role and identity as a main developing country，the socialist system，the abundant heritag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together with the developmental practice of a main emerging market country. The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committed to the consistent progress of national interest and humankind，which will not only create a favor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China，but also
have an effect on global peace and development，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changes of global governance. Moreover，it provided
important insights for all aspects of governance for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Key Words：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elf-independence；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Self-improvement；A Commu⁃
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A New For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structing a Three-level Structure of Sino-U.S. Relations ZOU Zhi-bo·17·
Abstract：The structure of things determines their functions. To maintain long-term stable Sino-U.S. relations，the structure of which should be

built at the diplomatic，economic，and military levels. Diplomatically，an 'unimpeded and timely pressure relief'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current three major dialogue mechanism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Meanwhile，ideological issues should be in⁃
cluded into the Sino-U.S. strategic dialogue list，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s of both countries need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Sino-U.S.
political and security dialogues. Economically，both countries may aim to build a 'ensured mutual damage' relation that each side ensures the abilities to
cause serious economic damage to its counterpart and to deter actions which may seriously damage the core and vital interests of each side under severe
crisis. Militarily，constructing a nuclear strategy of 'asymmetrical strategic balance' could maintain the strategic stabili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via
the security equivalence brought by mutually deterrent strategic forces. Embedding in Sino-U.S. relations，the depth and binding force of the above-men⁃
tioned three-level structure are gradually increasing. It could play the roles of bulwark and brake in normalizing and stabilizing Sino-U.S. relations at dif⁃
ferent levels to ensure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relations.

Key Words：Sino-U.S. relations；Stability；Three-level Structure；"Asymmetrical Strategic Balance"；Nuclear Strategy

How Can a Weighted Country Raise Its Own Price?
——A Research on the "Corinth Puzzle " in Alliance Politics under the Bipolar Pattern JIANG Peng·27·

Abstract：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the alliance types constitute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reasons for weighted country to
raise their price. In the age of continental superpowers，although the marginal utility of regional allies in changing the power balance between the super⁃
powers is obviously diminished. However，the use of outdated geopolitical discourse and thinking may lead the leading countries of the alliance in the
three core areas of world power which called "Technology Core Area"，"Production Core Area" and "Resource Core Area "all into the strategic misun⁃
derstanding of "Heart Zone Inference"，"Domino Inference"，and "Golden Country Inference" in the three core areas of world power.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study of alliance types and alliance control in the bipolar structure，it is found that on their allies in the alliance of the "threat consistency
type" and the "authority domination type"，leading country have strong autonomy and binding force. In the "security complementary type" alliance，the
dominant country weakened by the "regional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the weak allies instead of the dominant country gradually establish the "global strate⁃
gic objective" at the beginning，so that they have to become the tools by themselv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he "regional strategic objectives". By refining
alliance types and constructing micro-theoretical framework，we can not only help China divide its alliances by doing the opposite way in the process
with its rise，but also can help China avoid to advance rashly and lea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rival alliance from a "security complementary" alliance
with weak operational power to a "threat-consistent" alliance with strong operational power.

Key Words：Power Transition；Great Power Strategy；Great Power Diplomacy；Alliance Theory；Military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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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In recent year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risk prevention. The re⁃
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raised the "three major battles"，which is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major risks，precised poverty allevia⁃
tion，an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January 2019，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made an important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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